
民国时期藏族人士对“中华民族”
概念与话语的认识和运用



与苗族精英中华民族认同的表述与实践。① 不过，总的来看，对于少数民族人士理解与接纳
“中华民族”概念的历史研究仍存在较大的挖掘空间，特别是学界缺乏系统研究某一具体民族
“中华民族”认同形成的成果。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利用民国时期发行的报刊及个人著述资
料，探讨藏族人士对“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的认识和运用，进一步剖析这一群体“中华民族”认
同形成的复杂过程。本文认为，在认识和运用“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方面，很多藏族人士早期
虽然也受到国民党关于“中华民族”的主流论述影响，但他们中一些人并没有接受国民党和南
京国民政府建构一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实践，而是对“中华民族”概念一直抱有一种多元一体的
理解，这与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中华民族建设理念形成了共鸣，最终合力推动了国民
党在抗战胜利前后民族话语的调整。

一、藏族人士对“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的早期认识和运用

清末民国初年，很多汉族已经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不太陌生，但对少数民族人士来说，

这些概念却仍是陌生的。据笔者考证，藏文中出现“中华民族”一词可能要到１９３０年，且民国
时期“中华民族”的藏文译词实际上并没有统一和规范。② 由于“中华民族”概念藏文翻译的迟
滞且混杂，再加之当时涉藏地区交通不便，学校教育相对落后，报纸发行也不发达，导致现代政
治概念与话语的传播较为闭塞，藏族人士往往要到内地才能接触到当时汉族社会流行的一些
概念与话语。虽然一些藏传佛教高僧在清末民初一直生活在内地，但他们中绝大多数远离政
治生活，基本见不到他们使用“中华民族”概念的记载，而较早对“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有所认
识并主动运用这些概念与话语的藏族人士则是由西藏出走来内地的九世班禅及其追随者。

１９２３年１１月，九世班禅因与十三世达赖及后者掌控的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矛盾激化，携亲信随
从由西藏出走到内地。作为西藏地方的宗教领袖，九世班禅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热诚，深受内地
各界人士欢迎，其周围也聚拢了一大批精通汉藏文的藏汉人士，在各地设立了班禅办公处或办
事处，作为接待、联络、沟通与宣传之用。１９２８年前后，随着九世班禅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系
日趋紧密，其本人及追随者也逐渐接纳了包含“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的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

班禅驻川办事处在所办刊物《藏民声泪》上发表的《班禅额尔德尼驻川办事处成立告全国民》一
文即是在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指导下写成，文章控诉，“中华民族是世界被压迫民族之一，各帝
国主义者，在帝国主义的世界主义的国家之成立与国家澎涨的必要上，违背民族自决的原则，

对我们中华民族缔结了许多‘民族自杀’的不平等条约；沦我们中华民族所组织的国家于次殖
民地的地位……”，并呼吁全国人民，特别是汉藏同胞团结起来，谋求中华民族的自决与独
立。③ 由于该文出自班禅驻川办事处，其关于“中华民族”的论述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九世班
禅及其追随者对“中华民族”概念最早的认识。

在《藏民声泪》之后，班禅驻京办公处于１９２９年６月创立《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月刊》作为
机关刊物，以促进藏人认识和了解国民党及三民主义。该刊物在当时成为向藏人传播“中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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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概念与话语的一个重要舆论阵地。在创刊号上，《西藏班禅驻京办公处月刊》即刊载了国民
党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华民族”的宣传言论：“观此，则知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族，

在事实上是很可能而且很必要。我们必须赶快积极的把汉满蒙回藏五族同化成一个中华民
族，使中华民国只有中华民族一个名词，所谓汉蒙回藏的滋养，都成了历史上的遗迹。”①不过，

这种同化色彩极重的话语之后并没有成为这份刊物的主导，很快被蒙藏委员会主张的五族共
建中华民族所取代。在该刊物的第１－２期合集中，刊载了大量蒙藏委员会的宣传性文章，其
中涉及“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的，往往以更具包容性的五族共建中华民族这一面貌出现，如在
介绍国民党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民族主义和中华民族：“民族主义包含两种意思：第一是中国民
族自求解放；第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一律平等的意义！满清政府推倒，汉
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任何一民族不压迫其他民族，由五族而组成一中华民族，要使国内民族完全
自由平等的结合。”②

相对于强调同化的中华民族话语，五族共建中华民族更能被藏人所接受。九世班禅本人
也主动使用这一包容性的“中华民族”话语，③他在１９３１年５月出席蒙古旅京同乡暨蒙古文化
促进会欢迎会时说：“自辛亥以后，满汉蒙回藏已团结成一个坚强底中华民族。”④表达了对五
族共建一个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认可。追随九世班禅从西藏到内地的一些藏族人士在他前后
也陆陆续续表明了对“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的接纳。时任班禅驻京办公处处长、国民政府蒙
藏委员会藏事处处长罗桑坚赞１９３０年３月在中央广播无线电台报告蒙藏形势时说：“蒙藏同
胞要澈底的觉悟，服从中央命令，真确的认识三民主义，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新蒙古新西藏，

使蒙藏人民完成自决自治之全功，使蒙藏人民为整个的中华民族之一份子。”⑤班禅驻京办公
处代表、时任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的罗桑囊嘉在１９３１年发表的一份报告中说：“……今幸
革命成功，南北统一，国府内顾无忧，正可谋整个民族实现，以巩固边陲之领土，其欣幸情形，已
可想见……”⑥罗桑囊嘉虽未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却用“整个民族”来代替，实际上是对中华
民族整体观念的认可。当然，九世班禅及其追随者使用“中华民族”话语还有一个重要背景不
容忽视。当时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之间存着较大矛盾和分歧，后者掌控的西藏地方政府内
部势力存在着一些分离倾向，使用国民党倡导的“中华民族”话语某种程度上是九世班禅及其
追随者的一种政治表态，表明其与西藏地方政府不同，是支持中央政府和维护祖国统一的。

１９３２年６月，罗桑坚赞在给行政院的一份报告中就将这样的心态展现了出来。罗桑坚赞在报
告中猛烈批评达赖及西藏地方政府一方，认为：“达赖喇嘛利令智昏，认贼作父。始则联俄以拒
英，继则亲英而叛华，反复无常，变化莫测。勾结外援，遗害地方……”，又代表班禅一方表态：
“青康西藏同隶中国政府，青康藏民同为中华民族……”。⑦ 相对于班禅一方，当时达赖一方在
接纳和使用“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方面确实没有那么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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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九世班禅及其追随者，另外一个积极接纳与使用“中华民族”概念及话语的藏族群体
是精通汉藏语文、游走于汉藏两地的康巴藏族，其中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是来自巴塘的
格桑泽仁。格桑泽仁１９０４年生于四川雅州府巴安司（今属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从
小在巴塘接受汉藏语文训练，稍长后在昆明等地学习，精通汉藏语文，并对政治事务极感兴趣。

１９２８年，格桑泽仁经九世班禅一位管家喇嘛公登扎西帮助，通过班禅，被推荐到南京国民政府
新成立的蒙藏委员会任藏语翻译，随后得到国民党大员戴季陶赏识，于当年获任蒙藏委员会七
位委员之一，同时兼任蒙藏周报社副社长。不久，格桑泽仁加入国民党，成为藏族的第一位国
民党党员。① 格桑泽仁在南京的最初几年，恰逢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孙中山民族主
义思想及国民党的“中华民族”话语也被越来越多社会精英所熟悉，热心于政治事务的格桑泽
仁对此自然也不会陌生。１９２９年，格桑泽仁在一份给南京国民政府解决“西藏问题”的意见书
中，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格桑泽仁指出，解决“西藏问题”迫在眉睫，强调中央应该
注重国防、改进蒙藏事宜、实现三民主义，若真做到此，则“进可以谋世界之大同，退亦不失中华
民族之光荣”。② 在意见书中，格桑泽仁也使用“西藏民族”一词，并认为西康和西藏是同一民
族，但其立场显然是以中华民族整体利益而言。在次年发表的《亚洲民族问题与中国边疆问
题》一文中，格桑泽仁对“中华民族”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他说：“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已有数千
年的历史，所谓‘文物之邦’‘万国来朝’，这样看来，亚洲以至于全世界，讲到‘大’与‘老’的资
格，更舍中华民国而谁属？”③对中华民族拥有古老的文明、广大的地域以及众多的人口表现出
一种民族自豪感。在文章中，格桑泽仁认识到中华民族是与外国各民族，如日本、印度、安南、

朝鲜等是处于同一层次的。从格桑泽仁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说，他是深受孙中山１９１９年发
表的《三民主义》一文所影响的，孙中山在那篇文章中说：“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之民族，世界
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④

除格桑泽仁自身外，由他邀请至南京工作的巴塘籍同乡刘家驹也是较早使用“中华民族”

概念的康巴藏族人士之一。刘家驹１９２９年到南京后，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工作，并兼任《蒙
藏周报》的藏文股主任，可能是在１９３０年将“中华民族”一词翻译为藏文ｋｒｕｎｇ　ｈｏｇ　ｍｉ　ｒｉｇｓ的
人。⑤ 他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应该也较为熟悉，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更不会陌生。刘
家驹署名文章中最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是１９３１年，当时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央在西康
推行党务，应该因地制宜，而目前亟待解决的是组织康藏党义筹备会，从而“加紧宣传俾西南人
民，得明了帝国主义之阴谋，力求民族之解放，培养自治之能力，早日完成整个之中华民族之大
团结”。⑥ 在他的认识中，包括藏族在内的西南人民应该都属于中华民族。刘家驹本人长期从
事翻译工作，对“中华民族”相关概念的藏译及传播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由于格桑泽仁等康巴藏族的带头作用，有一批康藏青年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陆续到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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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他们受国民党政治话语的影响，逐渐接纳并使用“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１９３３年，这批

康藏青年在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支持下成立康藏前锋社，创办了《康藏前锋》杂志，

并在该杂志出版的文章中大量使用了“中华民族”概念及相关话语。在创刊号的《康藏与中国》

一文中，这些康藏青年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及其与康藏人民关系的理解：“中华民族因受帝国

主义政治力经济力的压迫，而处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形成整个中华民族的危机，吾人欲此危

机之平安渡过，首在国内各民族作根本之团结。康藏同胞同为中华民族之一分子，同负有复兴

中华民族之使命，他日民族革命之过程中，康藏同胞之热血，必能结成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之鲜

果。”①这些康藏青年主办的《康藏前锋》除了用汉文来推动“中华民族”概念之传播，也使用藏

文来翻译与传播“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该刊物１９３６年就刊发了这样的两篇文章，第一篇题

为ｂｏｄ　ｓｏｇ　ｇｉ　ｓｐｕｎ　ｚｌａ　ｒｎａｍｓ　ｋｙｉｓ　ｄｅｎｇ　ｄｕｓ　ｋｙｉ　ｒｇｙａｇｚｈｕｎｇ　ｌａ　ｎｇｏ　ｓｈｅｓ　ｄｇｏｓ　ｐａ　ｄａｎｇ　ｒｏｇｓ
ｇｒｏｇｓ　ｂｙｅｄ　ｄｇｏｓ　ｒｇｙｕ＇ｉ　ｄｏｎ　ｓｋｏｒ（《蒙藏同胞对中央应有的认识与努力》），文中对孙中山的民

族主义进行了解释：“ｍｉ　ｓｅｒ　ｇｙｉ　ｒｉｇｓ　ｂｒｇｙｕｄ　ｋｙｉ　ｄｏｎ　ｎｉ／ｒａｎｇ　ｒｅ＇ｉ　ｄｋｒｕｎｇ　ｓｇｏ＇ｉ　ｒｇｙａｌ　ｋｈａｂ　ｎａｎｇ
ｇｉ　ｍｉ　ｒｉｇｓ　ｒｇｙａ　ｍａｎｙｄｚｕ　ｓｏｇ　ｐｏ　ｋｈａ　ｃｈｅ　ｂｏｄ　ｐａ　ｂｃａｓ　ｔｈａｍｓ　ｃａｄ　ｌｅｇｓ　ｍｔｈｕｎ　ｇｃｉｇ　ｓｇｒｉｌ　ｇｙｉ　ｓｇｏ
ｎａｓ　ｒａｎｇ　ｇｚｈａｎ　ｋｈｙａｄ　ｍｅｄ　ｐａｒ／ｋｒｕｎｇ　ｈＡ　ｚｈｅｓ　ｐａ＇ｉ　ｍｉ　ｒｉｇｓ　ｃｈｅｎ　ｐｏ　ｂｃｏｓ　ｎａｓ／＇ｊｉｇ　ｒｔｅｎ＇ｄｉ　ｎａ

ｐｈｙｉ　ｇｌｉｎｇ　ｇｉ　ｒｇｙａｌ　ｋｈａｂ　ｒｎａｍｓ　ｄａｎｇ　ｓａ　ｇｎａｓ　ｍｔｈｏ　ｄｍａｎ　ｍｅｄ　ｐａｒ　ｂｙｅｄ　ｐａ＇ｉ　ｄｏｎ　ｎｏ。”②大意为：

“民族主义之意如下，将我们中国国家的民族如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团结一致，无

你我之分，构成称为中华的大民族，与这个世界其他的国家没有地位优劣之分。”第二篇题为

ｂｏｄ　ｓｏｇ　ｓｌｏｂ　ｓｂｙｏｎｇｓ　ｋｙｉ　ｂａｓ　ｍａｓ　ｂｓｋｙｅｄ　ｓｋｏｒ（《发展蒙藏教育之刍议》），对蒙藏教育的发展

提出了建议，并说明了蒙藏教育落后之后果，“ｇａｌ　ｔｅ　ｂｏｄ　ｓｏｇ　ｓｐｕｎ　ｚｌａ　ｒｎａｍｓ　ｋｙｉ　ｍｔｈｕ　ｓｔｏｂｓ
ｄａｎｇ　ｒｉｇ　ｓｈｅｓ　ｙａｒ　ｒｇｙａｓ　ｓｕ　ｍａ　ｂｙｅｄ　ｃｉｎｇ　ｄｐｅ　ｌａ＇ｄｏｎ　ｐａ＇ｉ　ｓｋａｂｓ　ｍａｎｇ　ｐｏ　ｓｒｉｄ　ｇｚｈｕｎｇ　ｇｉｓ　ｍａ　ｓｔｅｒ
ｎａ／ｐｈｙｉ　ｒｇｙａｌ　ｂａｔｓｈａｎ　ｐｏ　ｒｎａｍｓ　ｌａ　ｒｔｓａ　ｎａｓ　ｈｒａｄ　ｐａ　ｂｙｅｄ　ｍｉ　ｔｈｕｂ　ｍａ　ｚａｄ　ｋｒｕｎｇ　ｈＡ　ｍｉ　ｒｉｇｓ
ｃｈｅｎ　ｐｏ　ｓｇｒｕｂ　ｐａｒ＇ｄｏｄ　ｄｇｏｓ　ｎａ　ｓｍｉ　ｌａｍ　ｂｙｅｄ　ｐａ＇ｉ　ｌｔａ　ｂｕ　ｙｉｎ　ｎｏ”。③ 大意为：“若不提高藏蒙兄

弟的能力和智识，且政府不为他们提供读书的诸多机会，将不仅无法同强势的外国们抗争，形

成大中华民族也只能成为幻想。”《康藏前锋》与当时国民政府官办的藏汉合璧政治宣传性刊物

形成了互补，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华民族”概念及相关话语在藏族社会中的进一步传播。

抗战前，由国民党高层主导的积极影响也促成了藏族人士总体上乐于接受五大民族共建

中华民族的话语。蒋介石１９３０年底就在给九世班禅的函件当中，表述了当时国民党五族共建

中华民族的观念：“此后中央本民族主义，将五大民族冶为一炉，合组成一中华民族，一心一德，

以防止帝国主义者之侵略。”④包括九世班禅在内的藏族人士在抗战前关于中华民族的表述基

本上没有偏离五大民族共建中华民族这一基本立场，如九世班禅在１９３５年的一次演讲中解释
了“中华民族”之组成部分，讲道：“吾人须知中华民族之基础，建筑于汉、回、蒙、藏、满，五大民

族身上，所以要使中华民族达到独立自由之境域，必须五大民族共同努力，方可成功。”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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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康藏与中国》，《康藏前锋》１９３３年创刊号。

ｂｏｄ　ｓｏｇ　ｇｉ　ｓｐｕｎ　ｚｌａ　ｒｎａｍｓ　ｋｙｉｓ　ｄｅｎｇ　ｄｕｓ　ｋｙｉ　ｒｇｙａｇｚｈｕｎｇ　ｌａ　ｎｇｏ　ｓｈｅｓ　ｄｇｏｓ　ｐａ　ｄａｎｇ　ｒｏｇｓ　ｇｒｏｇｓ　ｂｙｅｄ　ｄｇｏｓ　ｒｇｙｕ＇ｉ　ｄｏｎ
ｓｋｏｒ，《康藏前锋》１９３６年第３卷第６期。

ｂｏｄ　ｓｏｇ　ｓｌｏｂ　ｓｂｙｏｎｇｓ　ｋｙｉ　ｂａｓ　ｍａｓ　ｂｓｋｙｅｄ　ｓｋｏｒ，《康藏前锋》１９３６年第３卷第８－９期。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蒙藏委员会为抄送代拟复班禅函稿转呈核阅事致国民政府文官处

函》，《九世班禅内地活动及返藏受阻档案选编》，中国藏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０页。

班禅额尔德尼：《团结五族必须政教兼施》，《西陲宣化使公署月刊》１９３５年创刊号。



１９３６年于青海玉树举行“庆祝蒋委员长出险大会”时，九世班禅认为蒋介石脱险返京是“中华
民族复兴的征兆”，①希望五族同胞在其领导下，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藏族人士对五族共建
中华民族这一官方表述的欣然接纳与当时彝族、苗族等其他一些西南少数民族人士对国民党
中华民族观的态度是有一些差异的。



中华民族———为中共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在肯定中华民族整体性的同时，再次主张“对国内
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的原则之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① 同时，中国共产
党积极通过在国统区办的报纸向国统区人民宣传自己的民族理论与政策。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２
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以赞同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政策为口吻，宣
传自己民族平等和自治主张。② 如此一来，中国共产党向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
展示了一条有别于国民党的国家建设道路，对一些藏族人士产生了“较大的号召力”。③ 一则，
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平等与民族团结为原则处理中华民族与国内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办法本身也

是这些藏族人士积极在寻求的。再则，中国共产党以自治作为实践民族平等及保护少数民族
权益的具体举措，使得这些藏族人士找到了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突破口。格桑泽仁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出版的政论集《边人刍言》中以转载的形式将《新华日报》社论《我们完全同意中
山先生的民族政策》纳入其中，表明了他对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与政策的认同。鉴于当时国共
关系之微妙，格桑泽仁又是国民党高官，他将这篇社论纳入自己的政论集，还是需要有一定政
治勇气的。
在抗战胜利前后，一些藏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人士也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要求其放弃一元一

体的中华民族建设理念。由于这些少数民族人士同时具有国民党党员身份，他们与中国共产
党的党外批评不同，主要是通过国民党内组织程序提出包容性的中华民族建设方案。在抗战
胜利前夕召开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格桑泽仁、冯云仙、黄清正、计晋美等藏族代表
与其他内蒙古、新疆代表共同提出联名提案，要求保障国内各民族之应有权利：“请大会郑重决
议，承认国内各民族之民族地位。无论参政中央，地方自治，除依照区域人口标准外，应兼顾民
族地位，予中华民族各单位应得之权利。”在该提案后，格桑泽仁等蒙藏新疆代表们还补充了九
条意见，这些意见包括：在认可中华民族一体性的同时，要求尊重中华民族的多元性；除外蒙西
藏外的其他蒙藏回等各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保障少数民族在中央的参政权；尊重各少
数民族的宗教、风俗、习惯及语言文字；在边疆经济开发中，尊重各少数民族之权益与意见。④

从联名提案这一举动来看，格桑泽仁等藏族与内蒙古、新疆的少数民族人士已经就中华民族建
设问题达成了一致看法，他们实际上是要否定蒋介石原先所倡导的中华民族宗族论，认为建设
中华民族要朝着多元一体的方向努力。
面对来自党内外的压力，蒋介石和国民党在中华民族建设问题上选择了妥协。在国民党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政纲政策中，对民族主义的阐释重新回到了国民党一大宣言中所
确立的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以及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两条原则，对境内各少数民族也不用“宗
族”之类矮称，而是代之以“民族”或“边疆民族”，并肯定要扶持帮助边疆各族经济文化的平衡
发展。⑤继而，这些对民族主义的重新阐释进入了国民党六大宣言之中，成为之后施政的重要
指导。⑥ １９４５年８月２４日，蒋介石在解释民族主义的一场演讲中，不再使用中华民族宗族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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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为中共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解放日报》１９４３年７月１日。
《我们完全同意中山先生的民族政策》，《新华日报》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２日。

王娟：《族群精英与近代中国的边疆秩序———以民国时期的康巴精英格桑泽仁为个案》，《社会学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格桑泽仁：《向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提案〈根据主义政纲请明确承认国内各民族之民族地位，予以应得之
权利案〉》，格桑泽仁：《边人刍言》，重庆西藏文化促进会刊发，１９４６年，第３—３７页。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政纲政策》，《民意月刊》１９４５年第６期。
《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央党务公报》１９４５年第６期。



而是承认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民族地位以及民族平等原则。① 这些都表明国民党的民族话语出
现了较大松动，国民党再次接纳了带有左翼进步色彩的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观。伴随着抗战胜
利后宪法草案修正的启动，部分藏族还联合其他少数民族人士推动新宪法草案加入关于民族
自治权利的条款。１９４６年初，藏族国民党中央委员格桑泽仁、黄正清及西藏文化促进会代表
计晋美、格桑悦希联合内蒙古、新疆少数民族代表共１７人向蒋介石上书，认为解决边疆问题，
“惟有对于内蒙东藏新疆三方面所谓已设省区之蒙藏回三族人民撤销军权强制统治，及类似同
化之传统政策，另行规定并保障边族之自治权利”。并要求在过渡期间，“请在五五宪草修正案
内，以明确字句，具体保障国内少数民族之自治权利，俾符合三民主义精神。并请选派蒙藏回
族各一人为宪法审议委员会委员，参加审议工作，以资代表边民意见”。② 蒋介石当时对少数
民族代表的上书没有持肯定或否定之回应，而是回应称可将这些提议带到未来制宪的国民大
会中讨论。③ １９４６年３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则对这些少数民族人士的诉求有了一个
正面回应，大会通过的《对边疆问题报告之决议案中》中，肯定了“我蒙藏回三族同胞俱为构成
我大中华民族之一员，而其分布地方更为我领土不可分之一部”，并同意“在根据三民主义五权
宪法组成统一民主国家之原则下，宪法中应有明白规定保障边疆民族之自治权利”。④ 这某种
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民族自治权利的一种肯定。
虽然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肯定了民族自治权利，不过国民党内部的反对声音并未止息。⑤

最终，国民大会在１９４６年底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没有采纳民族自治一说，而是用了与内地
类似的地方自治。至于保障各民族的民族地位方面，该宪法则有了一些实质性进步，在《总纲》
中规定了“中华民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同时在《边疆地区》一节中规定“国家对于边疆地区各
民族之地位，应予以合法之保障，并于其地方自治事业，特别予以扶植”。⑥ 至此，格桑泽仁等
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士所追求的中华民族建设方案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
伴随着多元一体中华民族话语在形式上获得国民党内获得认可，藏族人士对中华民族建

设问题的思考也达到了新的高度。被誉为中国第一位藏族女教授的邓珠娜姆在１９４７年初发
表的《今后天下，今后中国，今后边疆》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国家建设的期待，其中涉及中
华民族认同的主要有两条：“融铸‘五族一体’的民族感”和“体现‘中国一家’的文化圈”。邓珠
娜姆认为，从历史来看，中国人的“文化感”相当敏锐，而“民族感”则较为淡漠，所以中国人民族
观念的内涵是文化意义上的，而非种族意义上的，“任何民族都可接受中国文化，任何民族都可
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环，中华民族所以能久而弥壮，中国文化所以能久而弥新者，未始不由此
……”。她提出，“在这建设时候已到临之时，我们尤应含英咀华，用精取宏，把回藏苗蒙汉倮等
诸族文化重新加以认识和估价，使中国之国不但政治上五族同体，而且文化上是‘中国一家’
……”，为了达到“五族一体”和“中国一家”的目的，邓珠娜姆在文章中呼吁，要重视各少数民族
的教育问题，提高他们的受教育机会，缩小国内各民族间文化上存在的差异，使得各个民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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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大体一致的知识文化水平。① 邓珠娜姆的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即多元一体的
中华民族靠什么来凝聚。在她看来，文化是最重要的凝聚剂，未来应通过教育缩小各民族之间
文化上的差距，使得中华民族不仅在政治上是一体，在文化上也成为一家，这无疑是给建设中
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具体路径。

三、结　语

民国时期是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重要阶段，为了推动转型的完成，国民党提出了一套国
家建设的方案，即构建一国一族的民族国家。在这套方案中，建构统一的中华民族认同无疑是
其中的核心。不过，国民党构建一元一体中华民族认同的尝试最终失败了。而通过本文对当
时藏族人士认识和运用“中华民族”概念与话语的检视，有助于我们理解国民党构建一元一体
中华民族认同失败的原因。尽管国民党关于“中华民族”的主流叙事对于一些藏族人士形成
“中华民族”认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这些藏族人士实际上并不认可国民党当初以构建一元
一体中华民族认同为核心的国家建设目标，他们在话语使用上也不完全盲从国民党的主流观
点，而是有一套自己的看法。这些藏族人士认为国民党的那套方案并没有顾及国内各少数民
族的感受，真正推行下去，将会损害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权益。相比于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当时
的中华民族建设方案则以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为原则，其民族理论与政策的指向不是构建一
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而是要达成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的平衡。中国共产党的这套方案考虑到
了少数民族的利益与需求，也因此得到了格桑泽仁等藏族人士的认同。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
产党获得了国内少数民族人士的广泛支持，尽管这与国民党自身的腐败以及中国共产党主动
的统战有关，但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么一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赢得少数民族的支持，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其国家建设方案在维护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同时，始终兼顾到了少数民族的
地位和权利。

〔责任编辑 马俊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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